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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复杂系统中，不同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导致成果转化面临不同困境及决策走向的探索历久弥新，因此尝试突破单一理论框架，深入阐释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以及有效解释不同领域的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模式。联合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和扎根理论，以湖南省6所高校16个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为案例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电话访谈、历史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分类对比，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3类主范畴8类次范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结果发现：基于对不同要素的关注度不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可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4类；此外，当前存在顶层设计缺失、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技术与市场供需不匹配等要素配置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源于政府、市场、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科研团队五大主体。为此，需要促进五大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构建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组织环境等举措，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全方位科学、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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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Configuration Dilemmas of Elemen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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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mplex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the explor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 combination patterns or weights leading to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decision-making directions in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constantly evolv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a sing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eply explain structural issues such as element combination patterns or weight differences, and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elements in different field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heory and grounded theory, it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team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16 different fields from 6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relevant data is obtained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field researc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elephone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pared by category, then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elements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hich includes three main categories and eight sub-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attention to different elements,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el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environment constrained type,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dependent type,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dependent type, and balanced configuration type. In addition, there are currently difficulties in allocating factors such as a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an inadequate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talent loss, and a mismatch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ese difficulties mainly stem from the five main entities: government, market, universities, professional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ea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the five major entities, by strengthening the macro guidance of top-level design, constructing suitable policy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ther measure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el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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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强化基础研究支撑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核心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与市场经济愈发融为一体，核心成果转化也愈发成为加速经济转型与市场经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但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1]，远低于西方先进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2]。科技成果数量丰富但转化率不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要素的配置不足与结构性差异，其中结构性差异指不同类型的成果转化过程中不同参与要素的组成模式与作用方式。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近年来不断丰富制度、组织机构等要素配置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战略地位，指明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未来发展方向；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进一步将人才明确摆在第一资源的重要地位，同时明晰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科技人员等主体的职能与责任；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均明确指出，研发研制既要注重技术先进，也强调需要完善科技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力度。这一论断则是再次强调制度体系建设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相对于中国21世纪初的制度化改革与建设，自1978年美国《拜杜法案》发布后至21世纪初，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归属与保护、人员激励、转移流程等的制度化体系，并长期致力于技术转移的专业化建设，鼓励建立专业的技术转移体系，如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许可办公室，配置技术推广专职岗位等，通过与高校成立合作研究中心或创办高技术公司的方式实现技术转移，并辅之以情报咨询、联络办事处[1]【不规范标注，无实质性引用，且确认来自文献1？】、专利事务所[2]【不规范标注，无实质性引用，且确认来自文献2？】等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技术转移服务，并逐步扩大范围，但其中绝大部分仍是依赖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的技术转移机构，市场化主体与专业性相对不足。例如，根据对湖南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的统计（http://www.ctp.gov.cn/fhq/c100973/list_md.shtml），截止到2021年，我国仅拥有6所大学科技园、97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35家众创空间[3]。此外，根据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对湖南省内21所高校的调查统计，其中仅有28.57%的高校与科研院所配备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孵化载体数量在中国仍处于较低水平。
技术、制度、人才、组织机构等要素已成为制度层面的关注点，但实际成果转化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存在要素的多元结构与变化，不同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导致科技成果转化面临不同困境及决策走向。早在2011年，已有学者如Gilsing等[4]探讨了不同行业之间可能存在不同转让方式，但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困境与要素结构关系的探讨较少。高校作为创新成果集中产出地，相比于企业、科研院所等市场主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涉及更多要素，因此，探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要素结构及其伴生困境，对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匹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有益探索。
2  文献回顾
在国内，“科技成果转化”概念的雏形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出现，官方文件将其定义为“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后续实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5]。国外并无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概念，仅有“技术转移”等概念与之相对应，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细微差别，但总体认为科技成果在机构之间的转移赋予成果承接机构使用与商业化等权利[6]。尽管对于概念的认知不尽相同，但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国内外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及困境的探索历久弥新。
20世纪90年代，关于要素的讨论开始活跃于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学界初步认知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进而鼓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作用于经济建设，因此，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技术转化动力与技术进步，试图破解动力与技术进步困境，增强内驱动力。其中，技术引力、需求拉力和效用场融合力被认为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三要素[7]，技术引力是指科学产品对于其余潜在使用者和企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技术本身的属性与特质；而需求拉力则是企业对于科学产品的需求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产品的特质，同时也依赖于企业的支付、吸收等能力。这两种力量在包含体制、政策等宏观因素的效用场中实现融合，以此决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随后，这种要素逐步扩展为到中试投入、二次开发[8]，其中二次开发被认为是科技成果从理论到实验室产品再到批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过程，这一阶段着重强调技术与工艺的作用，并关注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与支持。可见，早期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要素研究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技术与动力，并着重关注技术本身的特质，忽视技术与其余要素的关联。
在此之后，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集中表现为参与主体、要素类别和形态的多元化。其中，要素类别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由单一技术要素向组织机构、环境、文化、制度等要素的多元拓展。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在职能上，科技成果的市场推广与转化后的跟踪服务被认为是基于满足受让方的需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应有的职能与工作[9]；在类别上，主要集中于科技园区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其中科技园区被认为是在优质的基础设施以及不存在内部管理障碍的情况下，能通过活动有效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10]。但这种观点显然只强调了科技园区的社交属性，并未发掘其作为孵化器的功能属性。不同于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办公室或技术许可办公室等专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是被国内外广泛认知的，这种专职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建设是推动成果转化的必要组织保障。技术转移的有效性取决于组织中的战略选择及其与组织基础建设的一致性[11]。组织内部人员的增加有助于强化组织与科技人员的互动，缩短时间成本，提高短时间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12]；而增加员工的数量需要依赖于组织机制建设，其中包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机制，以激活组织动力与人员活力[13]。
环境要素的有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环境与政府环境。经济环境中资本供给不足、单一财政供给、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长期存在[14]，融资渠道的不畅通直接阻断中试资金供给；而市场中的竞争强度与活力也会直接影响创新成果对于进入市场的考虑。除此之外，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客观存在于科技成果转化领域中，与此同时需要宏观调控的政府也存在失灵的问题，涉及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体系的落实等问题[15]。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与制度文化、主观意识的相关性研究也实现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与纵向的国家与政府制度文化以及横向的多元主体意识间的两大关系。在纵向关系中，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直接决定科技成果转化的行为导向，是成果转化的行动基础[15]；而国家文化距离、组织文化距离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相比于市场竞争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16]。在顶层设计中，层出不穷的相关政策法规格外关注激励制度，但聂常虹等[17]认为该制度存在滞后性，缺少具体方案设计；钟卫等[18]认为需要通过调节收益比例平衡主体关系，激活活力。在横向关系中，多元主体间与组织内部的多样性文化所塑造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因此需要减少内部文化问题，并维持文化环境的稳定性[19]。而组织间的信任度被认为会减少自下而上的组织依赖，增强对外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0]。对于企业等市场主体而言，兴趣、知识吸收能力、自信态度等成为企业是否决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要素[21]。除此之外，障碍、支持者、模式和影响也被视为基础要素纳入科技成果转化要素范畴[22]；同时，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要素因其虚拟性拥有者与生产者分离的特征，能降低成本，高效作用于科技成果转化，如Lee等[23]、梁平汉[24]的研究所述，因此也被纳入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要素。
目前，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研究存在横向层面的多元化发展、纵向层面的聚焦化与深入化研究，尽管学者对要素的挖掘日益全面，对于要素配置的建议也极具针对性，但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依然面临多重阻碍，如贾一伟[25]、张岭等[26]、赵哲[27]、刘瑞明等[28]、赵雨菡等[29]和宗倩倩[30]等的研究分别表明，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引入不足，制度要素中顶层设计冲突、体制机制不畅、激励扭曲、产权模糊、收益分配不明确、缺乏市场化评估机制，专业人才缺失与组织机构失衡以及技术水平低与市场需求脱节成为阻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组织、环境、制度文化等领域，并且更多新兴要素被纳入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然而，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关于要素的研究通常仅采用一种理论框架，导致分析框架有可能脱离实际；其次，大部分研究多是要素罗列及因果关系探索，未深入阐释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差异等结构性问题；最后，尽管已有学者提出了界面因素探讨多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31]，但仍未有效解释不同领域中的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模式。基于此，本研究对高校不同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研究，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性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配置困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要素罗列或者针对典型案例进行要素提取阶段，尚未形成有效的结构化分析框架；此外，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并非固定不变，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会产生微妙变化。来源于实践的要素提取与框架构建能使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更具有针对性。扎根理论是利用系统科学方法收集原始资料，对原始资料进行分解、提炼、归纳类属，最终形成实质理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32]。因此，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分析构建理论框架并形成案例集，通过多案例比较要素结构化差异及其配置困境。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原始资料；其次，利用MAXQDA质性分析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组合，形成多案例集；最后，通过对多案例进行分类、比较，探索不同研究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要素构成及其组合形式，剖析要素配置困境。
3.2  案例采集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分别选取湖南省的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3所普通高校，按照科技成果转化较为集中的理、工、农、医、艺术五大学科门类，选取16个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生成科技成果转化案例集（见表1）。为保证有关案例的完整性和客观性，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电话访谈、历史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获取数据，并由受访者二次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以确保案例信息效度。16个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时间各异，同时包含着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或失败的典型，涉及技术、人才、组织、团队、制度、市场、环境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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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案例基本信息
	所属单位
	团队
	研究领域
	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bookmark: _Hlk80647084]H
	H1
	土木工程、机械制造
	自主转化

	
	H2
	自动化机器人
	转让、作价投资、自主转化

	
	H3
	肿瘤生物学、化学生物学
	转让、合作转化

	
	H4
	桥梁风工程
	实施许可、自主转化

	N
	N1
	湘绣
	转让、自主转化

	
	N2
	鱼类繁殖、育种
	作价投资、合作转化

	X
	X1
	应用数学
	合作转化

	
	X2
	己内酰胺
	转让、实施许可

	A
	A1
	畜禽保健
	转让

	
	A2
	柑橘育种
	实施许可、合作转化

	
	A3
	油菜育种
	转让、合作转化、自主转化

	
	A4
	辣椒育种
	自主转化

	T
	T1
	深海钻探
	－

	U
	U1
	核安全软件
	实施许可

	
	U2
	生物医药
	－

	
	U3
	氡
	实施许可、自主转化


注：－表示未能实施转化。


4    理论与模型
4.1  技术-组织-环境理论
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理论框架由Tornatzky等[33]于1990年提出，用以描述技术创新如何被采纳和应用，指出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不仅受到技术本身的影响，还受到组织属性和技术应用场景的影响，因此应从技术、组织和外部环境3个方面探讨影响组织创新的技术因素。具体而言，技术因素包括技术特征和技术产生条件等；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组织规模、制度规定、组织资源等；环境因素包括经济、文化、政策等。
科技成果转化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形成新产品、应用于新市场并形成新产业的过程，也即新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技术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从宏观指导思想看，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持续指导着社会实践，科技一直以来都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占据国际竞争与发展主导权，而诞生于高校的技术不可避免地具有更多实验性而非实践性特征，故技术特质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格外凸显。从科技成果转化内涵与实践看，技术是科技成果诞生的基础，也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核心变量，贯穿科技成果转化的始终。
不同于技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组织是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无论是作为技术创造载体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是作为孵化载体的企业、科技园区等，抑或是作为传导载体的中介服务组织，均对科技成果转化起重要推动作用[34]。组织由人构成，环境也因人的存在而普遍存在于组织内外；同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是众多要素的集合体，技术、组织等诸多要素均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变化深刻影响着组织变革和技术价值取向。对科技成果转化而言，完善的风投环境、高校绩效考核体系、统一的促进政策等环境要素配置[35]，影响技术市场需求、资源汇集、组织运行模式，进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方向和效益。
技术、组织、环境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应用存在要素构成与分析主体上的相似性，因此TOE理论适用于本研究。由于TOE理论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型[36]，因此其在中国的应用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扎根理论则可以解决理论框架与实践是否匹配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结合TOE理论框架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模型。
4.2  模型构建
4.2.1  开放式编码
利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挖掘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取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通过对16个典型案例中的关键话语进行评论（贴标签）、添加备忘录，共提取554项涉及关键要素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始话语。首先，对关键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剔除无关信息；其次，对提取的原始片段赋予概念，并将相似或相近概念整合形成范畴；最后，剔除频率不足两次的概念。在充分整合后，共形成35个概念，包含科研与工程团队、专业服务体系、科研合作主体在内的8类初级范畴（见表2）。
表2  案例资料开放式编码结果
	原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专门为转化进行队伍构建”（H2）
“有的老师缺少发展平台，因而直接并入我的课题组”（U2）
“畜禽保健这个主要属于兽医学方面”（A1）
……
	a1组建原因
a2组建历程
a3研究方向
……
	a科研与工程团队

	“已经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中心，但不成熟”（U2）
“需要科技厅支持，成果处也好，还是哪个处也好，能够牵线搭桥”（X1）
	b1高校服务机构
b2社会服务机构
	b专业服务体系

	“都是纵向项目合作，跟品种没有关系”（A2）
“学科互补”（X2）
	c1合作模式
c2合作因素
	c科研合作主体

	“老百姓买种，满足长得好、产量高、抗性好这几个要求即可”（A4）
“湖南省金融机制跟长三角、珠三角比明显弱一些，包括贷款、贷款规模、贷款审批，这上面我觉得都要差一些”（H4）
“药物这个产业没做起来，做原研药太少”（A1）
……
	d1市场需求
d 2金融资本
d 3产业布局
……
	d市场环境

	“这个政策设计其实都很好，运作起来就有一些不畅”（A4）
“学校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不仅需要考虑科研评价、教学评价，还需要科技成果转化评价，这3个应该是同等分量”（H3）
	e1政府政策
e2高校政策
	e政策环境

	“国家支撑和必备核心技术这方面，我们主要以氡计量技术为基础”（U3）
“我们现在就做个性化，机器做的每一针完全按照人的性格去刺绣，每一针都不一样”（N1）
“数学中心定位于应用数学，不是搞数学，不是搞技术研究”（X1）
……
	f1核心技术
f2创新型技术
f3基础理论
……
	f技术特征

	“技术不是国内独有，是从意大利引进的，买来以后与硫酸循环把己内酰胺做出来”（X2）
“第二个就是批量化生产，那么产品制造工艺性技术能否满足”（H1）
“第二个是产品可靠性问题。做样机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用没有问题，但是用一段时间后会怎样？磨损情况怎样”（H1）
……
	g1应用经验
g2批量化工艺
g3可靠性
……
	g技术成熟度

	“这种标准，从科研角度看，需要大量临床数据支撑”（H3）
“原理样机肯定要看到，样机完成什么功能，这个动作的实现需要能够完成”（H1）
“我认为东西要砸钱取决于资本承受能力，或者说政策承受能力”（U2）
……
	h1经验数据
h2模型样机
h3资本承受力
……
	h技术转化标准




4.2.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探索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主范畴、次范畴。结合TOE理论，对开放式编码结果进行归纳，提取出技术、组织、环境三大主范畴（见表3）。

表3  案例资料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次范畴
	范畴内涵

	技术（T）
	T.f技术特征
	成果本身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及其与其他技术的区别

	
	T.g技术成熟度
	技术相对于某个系统或项目所处的发展状态

	
	T.h技术转化标准
	评价成果实现转化的指标、因素

	组织（O）
	O.a科研与工程团队
	科研团队和工程化团队组建历程、组织结构、资源、影响因素等

	
	O.b专业服务体系
	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而建立的高校、中介服务机构

	
	O.c科研合作主体
	依托成果技术，与其他组织共同转化时的合作过程

	环境（E）
	E.d市场环境
	包含市场需求、金融资本等在内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因素

	
	E.e政策环境
	政府、高校为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而提供的政策与制度支撑条件




4.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以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为基础，通过梳理案例核心范畴形成完整的故事链。TOE理论认为，技术、组织、环境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3类要素，8类次范畴是对3类要素的进一步解释，是对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细化。结合编码结果和TOE理论框架发现，三大主范畴、八大次范畴均是对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描述，不同要素配置结构会造成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困境。为提取核心范畴，构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分析框架


4.2.4   编码饱和度与一致性检验
为避免因重要信息遗失而无法达到编码饱和状态，首先对10个案例进行三级编码，获取概念和范畴，初步形成编码体系；完成第一轮编码后，为检验编码饱和度，再对剩余6个案例进行编码，编码过程中未出现新概念和范畴，表明针对科技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编码已达到较为饱和状态。为减少编码主体主观意识对编码结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两位研究人员共同编码，经检验，编码一致性在0.8以上；对于不同编码部分，邀请第3位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再次编码，直至编码基本一致。
5  结果与讨论
5.1  高校科技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性差异
通过分析16个整合案例，得出各案例人员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认知和描述，由此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矩阵（见图2），其中包含已获得要素和未获得但必需的要素。通过比较发现，科技成果转化普遍受环境、组织因素的影响；同时，各案例中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细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
[image: ]图2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频率矩阵



注：圆圈大小表示要素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强度大小。


5.1.1   环境制约型
环境制约型结构集中出现在生物医药领域，其显著特征为技术转化对于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敏感性。生物医药研发与技术转化存在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市场准入难三大特征，因此，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依赖稳定充足的资本供给以及成熟的产业链布局与政策规划。此外，环境制约技术与组织要素的形成及配置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环境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在于其决定技术研发方向，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成果研发与转化动力来源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市场供需结构则决定医药产业技术研发方向。
H3、U2为典型的环境制约型结构。其中，市场需求、金融资本、政策供给、产业布局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因素。市场需求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方向；转化目的源于研发资本供给不足，为推动研发自给自足，利用科技成果转化获取金融资本，实现从研发到转化再到研发的自循环；同时，“唯论文”的考核体系充斥着科研环境，降低了团队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基于政策扶持的基因技术与应用产业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开拓市场，提供积极、有益的补充，但无法为更大范围供给端提供渠道，因此，需要高校、政府作为补充力量。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特殊性，由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环境改善，高校政策引导绩效考核中心迁移，创造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多元绩效考核体系，推动环境要素有效配置，全面提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5.1.2    技术-组织依赖型
技术-组织依赖型结构成因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环境要素的便利配置；二是成果技术导向。环境要素配置便利来源于市场、政策等要素的有效供给或技术潜在价值对资本、政策要素的吸引。以技术为核心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强调技术建设，相对忽视转化效益以及要素的全面配置。该结构的技术层面关注技术属性和技术成熟度，组织层面关注人员配置、激励制度和工程化意识等。技术被认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而组织是技术建设的载体，为研发提供稳定的政策、人才、场所等资源支持。
这一结构类型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一是工程化团队（公司）工程领域；二是注重理论或技艺的基础研究或艺术领域。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与市场联系紧密，掌握着市场需求信息，可引导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完美对接。此外，企业的核心目的在于盈利，在保障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能为研发团队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市场资本支持。相对于独立科研主体而言，企业具备相对完善的市场化运营手段和支持体系，对于政策要素的依赖性较弱，因此，工程化团队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作为基础的技术建设与作为核心架构的团队建设。在基础理论与传统艺术成果转化过程中，技术通常源于实验室而非市场需求，这类成果不以作用于市场、服务经济为目的，而是关注理论先进性以及寻求理论应用场景和传统艺术延续；在技术转化方式上，基础理论多采用合作转化形式，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或者通过专业服务机构挖掘应用场景、引导需求对接，而传统艺术则注重与现代技术融合发展，寻求技术传承。
案例H1是典型的因环境要素配置便利而形成的技术-组织依赖型结构；案例N1、X1则是技术导向决定轻环境、重技术和组织。在案例H1中，尽管市场被认为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但受技术的吸引以及成熟工程化团队对于市场的开拓，环境要素配置齐全，因此需重点关注要素转移，强调技术工艺性与成熟度；同时，着力打造支撑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复合型人才团队，为技术研发与转化提供稳定可靠的组织基础，推动组织激励制度完善与职责分工明确，为科技成果转化赋能。
5.1.3  环境-组织依赖型
这一结构类型主要集中于工程机械领域和部分农业领域。主要特点体现为：一是具备成熟技术或技术雏形，着重考虑市场与技术供需匹配；二是关注市场风险资本和财政支持；三是关注以产业布局为基础的地区承接力；四是关注作为中介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合作主体。不同于工程化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较多工程领域和农业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尚未组建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不具备独立开拓市场、攫取资源的能力，因此需要依赖中介服务组织开拓市场、对接资源；在技术层面，因存在相对成熟的技术雏形，所以无需过度关注技术要素配置，但产权保护政策缺失以及高校内部政策执行不到位严重制约着技术研发与转化的积极性。案例A1、A4、U1是较为典型的环境-组织主导型结构。研发资金主要源于纵向课题或横向课题，但资金支持较少，技术研发缺乏稳定的市场资本涌入与政府财政支持，为推动科研成果持续性转化，资金要素循环供给成为团队优先考虑的核心要素。此外，产业布局以及高校绩效考核掣肘使团队重新考虑科技成果转化的承接基础与政策条件；同时，资产运营公司撤销、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未建立、社会中介服务平台不能有效对接，令游刃于科研而无心于市场的教授团队在“最后一公里”举步维艰。因此，相对于技术而言，环境选择与组织架构成为该结构类型团队亟需解决的问题。
5.1.4  均衡配置型
在均衡型结构中，技术、组织、环境被视为同等重要或同等缺乏的要素。这一结构类型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因不同高校组织、政策要素不同而向其他结构类型转变。农业与生物医药领域存在研发周期长、技术持续改良的特性，需要持续性的政策供给和资本供给。其中，产权保护政策的完善与落实尤其重要，是防止农业育种技术无性繁殖不断扩散的基础和保障。此外，还需要高校与政府政策引导，如激励、收益、政策的落实与完善等。同时，农业对于自然条件等环境要素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不仅需要市场环境与自然环境相适配，还需要科研团队的稳定跟进以及专业市场团队运营，以保证技术成果成功进入市场并产生实际效益。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作为双重驱动力，推动市场与团队融合；而市场和政策环境优化助力技术与市场对接，进而稳定团队与技术之间的附庸关系，3类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总体而言，技术、组织、环境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三大关键因素，在不同转化领域存在不同要素结构类型和要素关注度，结构的形成通常与缺失要素呈对应关系，因此缺失要素成为最受关注的要素，然而，要素结构的全面配置并非易事，要素配置存在复杂的关联。
5.2   高校科技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困境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制于众多配置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存在于组织和环境要素中，集中表现在金融科技政策、市场需求、政府和高校政策执行与落实、市场承接基础、科研团队和专业化服务团队等方面，其中受高校政策、专业人才配置的影响最显著（见图3）。此外，不同要素结构的全要素配置面临不一样的困境：对于受技术制约的要素结构而言，其困境主要源于技术特质与市场供需不匹配；对于受组织影响的要素结构，其困境主要源于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对于受环境制约的要素结构，其困境主要源于政府顶层设计缺失与高校落实不到位。另外，要素在政府、高校、团队、专业服务体系、市场五大主体中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技术转移过程中通常会导致要素资源丢失或变形（见图4），因此，需要独立探讨不同要素供给方向与配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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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要素关系及其配置困境
注：线条粗细表示关系强弱，圆圈色阶深浅表示要素所属范畴。



图4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供给路径



5.2.1  顶层设计缺失与执行缺位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湖南省力求打造“三高四新”1），争创科创高地[37]。高校是科研成果的核心来源，政府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方向的核心规划者，理应为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铺垫市场化道路，利用顶层设计引导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良好的市场金融环境和产业环境，然而，顶层设计错位与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失衡。这种错位主要通过以下3对关系导致不同要素缺失：
（1） 政府和市场。一是产业链布局与优势学科链布局错位，科技成果效益溢出。新兴产业链设计和布局未完全与高校优势学科链相匹配，高校的一些重点学科在本地区无产业链布局，如采矿、冶金、农业种业、核安全、生物医药学科等，从而导致湖南省缺乏科技成果转化承接基础，相关科研成果主要前往江苏、广州等地转化落地，造成部分成果外溢。二是缺乏政府资本引导，难以构建成熟的风投环境。2016－2020年，湖南省科学技术支出虽然逐年递增，但2020年约仅占全省一般预算总支出的2.63%[38],与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等省份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政府仅对转化后的首台首套科技成果进行购买，以此作为兜底保障，用于支持中试和产业化示范的资金较少；同时，市场资本趋利避害，现有资本对科技成果转化投资意愿不强，企业面临较大风险。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政府过于保守的投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期望。这种风险分担形式如果长期失衡，良性风投环境将很难培育。
（2） 政府、高校和科研团队。政策对接与落实不到位导致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要素供给失衡，主要体现在收益分配政策与绩效考核制度中。《湖南省促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按照不低于“771”的比例分配（即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均按照不低于70%的收益归科研团队、不低于10%的收益归二级单位或学校分配）[39]，但笔者通过对湖南省主要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文本进行梳理与调查统计发现，湖南全省21所主要高校中，仅7所高校有明确、规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并相对清晰地描述了收益分配比例，66.7%的高校存在未完全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或无收益分配比例的情况。此外，“有些老师不知道这个政策”等现象以及“政策缺乏灵活性”等观点依然存在，政策宣传解读、灵活执行以及高校政策与政府政策冲突也会阻碍资金要素配置。在高校教师绩效考核、职务晋升、成果奖励方面，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各种政策，但以教学和论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仍普遍存在于高校。此外，笔者对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文件与科技成果转化文件的梳理统计发现，有8所高校并未实现成果转化与职务晋升的关联，近40%的高校未明确或未建立成果导向考评体系，导致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
（3）政府与科研团队。有受访者表示，“知识产权都必须是共享的，研发人员处于弱势地位”“查处力度不够，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违法成本太低”“我们想找个地方逐步建立厂房，规模没上来，其实很多税收优惠我们都享受不到”。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流失，科研资金与科技成果转化场所等相关制度保障的缺失致使科技成果转化启动要素缺失。
5.2.2  专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总体而言，案例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存在3条路径（见图4）：团队－高校－市场、团队－社会中介－市场、团队－工程化团队（公司）－市场。其中，通过工程化团队转化的科技成果通常以自主转化形式实现，但成立公司与高校教师任职存在明显对立与冲突，这种路径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团队，专业服务体系反而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枢纽，主要包括高校和社会服务机构。相对于发达地区，湖南省内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服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缺失。根据笔者对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的调查统计，全省21所高校中，仅有6所高校设置独立的专职科技成果转化部门（配置率为28.57%），仅有9所高校配置资产经营公司（配置率为42.86%）。目前，湖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主要管理机构由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协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效率低，校内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依据既定流程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处理立项、签约、转化、报账、评估等若干业务，过于繁琐的流程使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内耗很高；二是资产经营公司缺位导致部分高校无法管理作价投资形成的股权，限制了科技成果转化，大部分团队难以实现组织要素配置。
（2） 社会中介组织效能不足。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作为维系高校与市场的重要服务平台，发挥着适应市场需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资源整合的重要作用。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可分为官方中介服务平台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两大类。湖南省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是政府引导建立的主要官方中介服务平台，建设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和技术转移载体的积极性，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困难重重。一是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与高校科研人员、市场需求主体信息不对称，部分科研人员在转化科技成果时不了解该平台的存在，平台也无法做到及时、准确获取高校科研人员信息，市场需求主体也无法有效通过平台了解核心技术、精准匹配项目。二是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供需匹配精度不够，大市场从高校科研人员处获取的科技成果信息存在应用领域不明晰等问题，难以精确匹配市场主体的产业需求。另外，社会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缺乏品牌效应，与高校团队之间存在信息鸿沟。
5.2.3   多元化人才需求与激励
人才是团队的核心，高效的团队需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但构建优秀团队非常困难。有受访者表示，“我们没法做到像公司一样，可以把所有各种类型的人集中起来。比如说硬件这一块，我们学校大部分老师毕竟是做科研教学的，真正的动手能力其实还是欠缺”。依需而建的团队过分看重团队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在技术转化过程中的任务匹配度，因此需要集中多元化人才实现不同领域均衡发展，但人才相对稀少使集中成为难题。此外，人才对于团队而言既是重要助力，也是潜在威胁，人才流失会导致技术外泄，因此激励是团队需要重点关注的要素。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关键人才而言，应根据其需求匹配长效激励机制，但也要有相应的限制性措施。
5.2.4   技术属性与市场需求脱节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多来源于市场需求、科研人员自身兴趣、在研科研项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或考核压力，技术本身所特有的属性决定成果转化是否顺利。众多科研人员提及“以企业和行业需求为导向”“立足于解决国家重要需求，不以职称评定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均认为应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实现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但有些科研人员感觉“从企业到学校，面对学校考核体系，没承担项目，没科研没论文，考核就有压力”。诸如此类迫于考核压力或出于自身兴趣、已有研究基础而开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自身缺乏市场属性，更多隶属于实验室科学，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脱节，导致成果转化落地受到阻碍。此外，市场信息反馈渠道不畅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市场需求与技术研发严重脱节。
总体来看，技术是基础，以成果形式流动于科研团队、高校、中介服务组织、企业等主体中，贯穿科技成果转化的始终；技术既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起点，也是市场需求反馈的终点。不同于技术之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核心，组织与环境作为外部力量，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选择与现实效益。不同组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承担着人才培育、制度执行、资源供给、服务提供等诸多职能；同时，组织也是环境创造与改善的核心力量，尤其是政府在宏观顶层设计与微观政策执行过程中对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有强制性影响。作为重要外在力量的环境要素则是重要反馈，这种反馈包含政策执行效果、技术供需关系、组织服务效益等，并进一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选择与技术研发，同时为政府政策优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厘清技术、组织、环境三大要素的作用关系，关注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关系，把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政策、资本等要素供给；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宏观顶层设计与微观政策执行为引导，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升。
6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多案例研究发现，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包含技术、组织、环境三大要素；基于对不同要素关注度的不同，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主要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4种结构类型。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效益提升，首先需要推进全要素匹配，实现要素结构的相对均衡，但由于顶层设计、市场基础、组织效能、人才汇集、技术属性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全要素匹配较难，因此，需要政府等五大主体协同发力，打造有利于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生态系统。
首先，政府应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宏观政策规划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需求对接，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引导市场资本进入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而政府规划相对于法规类政策存在扩散广度与覆盖范围低以及不稳定等问题[40]。因此，需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着力强化与各大主体间的落实对接，深入强化顶层设计对于成果转化的宏观指引，与市场主体共同落实风险共担机制，优化金融资本进入与退出环境，加快产业链布局，强化地区承接能力，加速优化中、小试环境；与高校落实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与激励机制，尤其是关于收益奖励政策落实，这一要素一度被认为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与科研人员动力的核心因素[41]；同时，落实与科研团队的权益归属问题，基于收益与分配的基础，明晰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归属与责任分配，避免产权争议带来的对于科研团队的抑制性作用。其次，高校应主动适应政策环境变动，主动落实与构建适应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与组织环境，积极建立绩效考核的成果转化导向，落实激励与分配制度；同时，重视组织层面的横向配置与纵向优化，落实与优化相关基础保障，包括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产经营公司等组织的配置，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的技术经纪人配置、全流程转化服务等。再次，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市场主体作用，主动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建立具备市场信息优势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非官方服务组织，与政府、高校协力打破市场信息与科研团队间的信息壁，建立通畅的信息反馈与成果输送渠道；基于渠道的畅通，也需要科研团队充分与市场需求结合，推动技术与需求的匹配，实现转化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需要团队人才结构的优化与转化意识的培育，市场型人才与技术型人才、专业化人才与技术通才合理配置，激发人才活力与转化动力，同步推动转化与研发的基础搭建。
然而，本研究的多案例分析及扎根理论编码具有一定主观性，未来可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使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同时，半结构化访谈具有一定引导性，有可能造成部分数据遗失，未来可通过结合非结构化访谈收集更全面的信息，以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结论。

注释：
1）“三高”指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四新”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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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mplex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the

explor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

combination

patterns

or

weights

leading

to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decision-making

directions

in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constantly

evolv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

s

to

break

through

a

sing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eply

explain

structural

issues

such

as

element

